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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协调性特征

涂江波  程晓雪

(长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荆州434023)

  摘 要:邓小平理论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而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显著的协调性特

征。这一特征体现在生产发展与环境治理相协调、资源节约与开发利用相协调、人口规模与资源容

量相协调、国内法制与国际公约相协调等四个方面。系统梳理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握其协调性

特征,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联系,也对解决当代

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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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是一个包含了生态物质文明、生态精

神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的综合性概念,是人类为保

护生态环境,推动社会发展,由这三个方面构成的总

体性文明。生态文明不仅是对工业文明主导的发展

方式的深刻反思,更是对今后可持续发展方式的一

种美好憧憬。邓小平生前尽管并没有正式使用过

“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他更多使用的是“生态保护”
“生态环境”“生态建设”等概念),也没有集中论述、
系统阐发其生态文明思想,但是,从他的一系列著

作、谈话和实践活动中都能看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

生态文明思想,并注意了其生态文明思想的协调性

特征。这一特征具体体现在主张生产发展与环境治

理相协调、资源节约与开发利用相协调、人口规模与

资源容量相协调、国内法制与国际公约相协调等四

个方面。

  一、生产发展与环境治理相协调

邓小平在引领我们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时,对环

境保护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指出,生态保护

必须从源头做起,只有从根本上降低物质生产对环

境的破坏,才能真正触及生态问题的关键。他主张

“生产发展”和“环境治理”要相互协调,有机统一。
这是其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为落实这一要

求,除了将环境保护、植树造林列为基本国策外,具
体措施上也强调要及时治理由生产活动引起的环境

污染。
上个世纪后半叶,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历程中,曾经由于过度追求数量增长而产生了许多

环境污染问题。邓小平对这些在建设发展中产生的

环境污染问题,采取了严厉的批评和警示态度。他

指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是互相影响,紧密结

合在一起的,不能为了发展经济来打破生态环境的

平衡,要以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来处理保护环境

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从长远看,良好的生

态环境不但可以促进生产,也可以有效保证生产的

持续。因此,邓小平提出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要重视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由生产活动引起的环境污

染问题要进行及时治理。“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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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

重要。”[1](P363)197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

小平陪同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

鲁多夫妇一行到广西桂林访问。期间,邓小平注意

到,桂林部分企业排出的烟雾和废水,已经对当地的

生态环境尤其是漓江的水质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他

特地把当地官员召集起来,和他们一起剖析污染产

生的原因,并且寻找解决的对策。邓小平语重心长

地说:“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不把

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再快,市政建设

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啊。”[2](P589)同年10月22
日,邓小平赴河北邯郸考察,途经峰峰矿区的彭城车

站时,发现一座水泥厂冒出的黑烟对当地人民的生

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要求地方政府一定要妥善

处理这一问题。除此之外,1978年9月,邓小平在

视察唐山时提出了对“三废”的循环使用,并建议相

关企业在处理工业“三废”的问题上,可以采用回收

利用的方法,以此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由此种种

可以看出,邓小平十分注重环保和防治污染,反对以

破坏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产发展,主张发展

生产和治理环境相协调,形成良性循环,亦即在发展

经济过程中,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其对推动经济发

展的作用。
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为应对日益严峻的

环境问题,邓小平就怎样更好地、更有效地开展环保

工作做出了多次批示。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党中央

和国务院将环保列入国家发展战略。1983年12月

31日,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
环境保护被正式上升为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也

成为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为了创造一个更加宜居

的环境,让未来世代得以享受到持续生存与发展的

资源,推动社会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国家鼓励人们采取行动,在减少对环境造成不必要

损害的行为的同时,积极投身于环境保护工作。
在落实环境保护这项基本国策,动员广大人民

群众积极投身于环境保护方面,最直观的举措就是

覆盖全国全社会的植树造林运动。早在革命战争时

期,邓小平就已经提出要植树造林,通过绿化来改善

生态环境。新中国成立后,他十分重视国家的绿色

发展事业,提倡要植树造林,要科学发展林业,还要

把造林作为生态保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此达到让

祖国的山河变绿,达到防风固沙、防灾减灾、保持水

土、调节气候的目的。“文革”结束之时,整个国家百

废待兴,诸多问题亟需解决,但邓小平却高瞻远瞩地

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他的很多讲话

都谈到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1981年夏天,四川

遭受严重洪涝灾害,9月,邓小平与时任分管四川省

林业工作的万里副省长谈到此事时,提出洪涝灾害

与滥砍滥伐、林业问题密切相关。基于这种情况,邓
小平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植树造林,一人一年栽

三五棵树,对有功的有赏,无功者有罚,营造一种全

民绿化的良好氛围。他提出可以针对植树造林出台

相关文件并使之法律化的建议。在他的亲自推动

下,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

决议》。为更好地实现国家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决议》将植树造林、美化大地正式确立为每一

位中国公民的职责和义务。邓小平不仅倡导人们植

树造林,更身体力行,几乎每年都参与植树活动。
1979年至1989年,他连续十一年参加义务植树活

动,起到了很好的表率和示范作用。最后,值得强调

的是,邓小平在有组织地“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方面

做出的一次重大部署。1978年11月,针对我国北

方地区严重的土壤侵蚀、风沙灾害,党中央、国务院

提出了建设“三北”防护林的重要战略构想。这是国

家生态建设的一项里程碑工程,也是国家减轻自然

灾害,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邓小平十分关心

“三北”防护林建设,多次就此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988年5月11日,他为已初见成效的“三北”防护

林工程亲笔题词:“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工程的

实施不仅功在当代,也利在千秋,使得我国森林覆盖

范围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北方生态

环境,是实现生产发展与环境治理相协调的生动体

现。同时,为了保证全民植树造林运动的实效,保证

环境保护责任得到有效落实,邓小平还主张建立健

全奖惩制度和责任追究机制。1982年12月,邓小

平给林业部的报告上做出批示,提出“为保证实效,
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3](P878)。1987年

5月6日至6月2日,黑龙江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

林火灾,调查清楚火灾原因之后,有关部门主要领导

因工作不力被免职,同时,国务院对参与灭火救援工

作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表彰。采用这种奖励与惩罚相

结合的策略,更加有效地强化了政策的指引作用,推
动了相关制度的严格落实。

  二、资源节约与开发利用相协调

我国是一个能源大国,在资源总量方面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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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但是人均水平却低得多,怎样合理解决国家发

展所面临的能源配置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资源节约、减
少浪费与资源开发利用相协调的主张。

一方面,邓小平主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在

资源节约的前提条件下进行。1954年1月13日,
邓小平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谈财政工作六条方

针时提到:“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
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

支,克服浪费。”[4](P197)他还提倡勤俭建国。在1957
年4月8日《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的谈话中,
邓小平指出,只有勤俭建国才能将我国从一个贫穷

落后的国家建成先进的工业国家。他强调说:“因为

你穷嘛! 如果在贫穷的基础上不懂得勤俭建国,这
个国是建不好的。”[4](P263)1975年8月,邓小平又在

《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中提出,只有提高产品

的质量才是最大的节约的理念;同时,他也针对能源

资源浪费的现象,提出提高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

的策略。邓小平把丰富的自然资源看作四个现代化

建设的一大基石。他提出,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

性,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要有丰富的资源和国际上

最先进的科技,综合这四个条件才有可能实现四个

现代化。对于我国的资源状况亦即物质基础情况,
邓小平并未抱有盲目的乐观。1979年3月,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他就富有远见地分析了

我国在资源方面的国情,对我国在资源总量上是大

国和在资源人均占有上是小国这一矛盾进行了阐

述,为我国走资源节约型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提供了

理论指导。
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倡建立在节约基础之上的

资源开发与利用。在事关生态环境的资源开发与利

用上,主要针对的是四种资源。一是对土地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邓小平指出,农业、工业和各项事业的

建设都要以土地为基础,要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和利

用,不要过分开垦,否则会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因
此,他强调,开荒工作一定要认真,要从实际出发,全
方位考虑。二是对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邓小平指

出,由于中国山地众多,江河落差大,水力发电的开

发和利用费用低廉,经济效益高,而且水资源是可再

生能源,因此要大力发展水力资源,去替代煤炭这种

不可再生资源。他指出,假如“火电上不去,要在水

电上打主意。水电重大项目上去了,能顶事”[1](P17)。
三是关于森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邓小平提出了“林
木贮水”的观点。在他看来,洪水的爆发,主要是因

为“滥砍滥伐”,因此,要转变传统的砍伐方式,林区

要把发展和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砍伐与种植尽可

能地维持平衡,并且提出有些地区“可以只搞间伐,
不搞皆伐,特别是大面积的皆伐”[5](P457)。四是沼气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1982年9月,邓小平陪同时任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到四川视察。在四

川省双流县白家公社顺风大队参观农村沼气灶时,
邓小平提出,沼气虽说简单,但却能解决乡村的大难

题,“沼气能煮饭,还能发电”,“搞沼气还能改善环境

卫生,提高肥效”[6](P97),单单四川省每年就能为全国

节省数百万吨煤。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要提高现

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他指出,我们国家是一个高能

耗、高污染和高增长的国家,这给环保和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以

对资源、环境、公共卫生的持续透支为前提的,这样

一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既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
又导致使用效益低下,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在节约

资源的同时,增加能源的利用效率。1978年9月,
在视察震后的唐山时,邓小平指出,可以对工业废物

进行综合利用,对钢铁厂和矿井产生的热量,也可以

进行循环利用;针对煤炭资源,他提出必须提高洗煤

的比重,要利用坑口发电,以此提高煤的综合利用。
他还以天然气为例说明,天然气可以用作多种化工

原料,又可以用来发电。
总之,邓小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了资源节约

和综合开发利用之间的相互协调。正是在这一原则

指导下,中国才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坚定不移

地走上一条以节约资源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之路,
这条道路不仅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尊重和保护,更
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践与追求,从而能确保经

济社会长远发展。

  三、人口规模与资源容量相协调

邓小平认为,应当正确对待人口规模与环境容

量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既不能盲目

追求原有的静态平衡,更不能任意地对环境进行掠

夺和破坏。人口增长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协调,需要

通过控制人口与保护环境来实现。他从当时人口基

数大、能源紧张、环境持续遭到破坏这一实际出发,
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控制人口总量与人口的增长

速度;二是强调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
邓小平是党内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快速增长的

领导人。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情,他指出,我国是

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使人口和资源、环境相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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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是一个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1953年全国

第一次人口普查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出

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要节制生育。在改革开

放初期,邓小平指出,在人口基数大的现实情况下,
人口会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产生较大矛

盾。从资源总量来看,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大国,但
是,由于人口众多,我们的人均所有量却很低,“例如

煤产量,1978年,美国商品煤五亿九千九百多万吨,
苏联原煤七亿二千四百万吨。我们去年的原煤也达

到六亿三千多万吨,似乎不算少。但是,按每人平均

占有量计算,我们就少多了”[7](P259~260)。这份确切

的数据反映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快速增长的人口

必然会对生产性和消费性材料产生巨大的消耗。他

深刻地意识到,全国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污染排放,
已经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和净化能力。基于这些

认识,在1979年2月,邓小平对《控制人口增长的建

议》做出批示:“建议好好议一下,规定一些政策,以
限制人口增长,看来是必要的。”[8](P488)他站在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来考虑人口问题,把计划生育放在了

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将其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写入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大大地降低了人口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的速度也相

应变得缓慢了起来,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缓解。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有所调整,但
不能用调整后的政策去否定当时所做出的决策。在

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计划生育政策是邓小平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订的一项方针政策,不但减

轻了我们国家的经济负担,还减轻了亚洲的人口压

力,推迟了世界人口承载能力达到上限的日期,它也

为我国今后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保证。
对于如何处理好人口增长与资源容量的关系问

题,邓小平提出的另外一个主张是提高国民素质,实
现优生优育。邓小平认识到,实施改革开放之后,要
推动中国的发展,不仅要减缓人口的增长,而且要改

变当时较高程度的文盲率状况。邓小平对当时我国

的这个弱点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高度重视教育

工作,主张要以教育为第一要务。他指出:“我们国

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

于劳 动 者 的 素 质,取 决 于 知 识 分 子 的 数 量 和 质

量。”[1](P120)只有国民素质提升了,才能把人口优势

转变为人才优势,各项政策才能更加顺利地实施,我
国社会的发展才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因此,他在第

三次复出后不久,即力主恢复高考。在1978年4月

22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强调:“提高教

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7](P103)1988年9月,当他看到有关物

价和薪酬改革的初步方案时,说:“我们要千方百计,
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

问题解决好。”[1](P75)邓小平提出要加大对教育领域

的资金投入力度,积极改善学校教学环境,对教育资

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确保资源都能发挥出最大

效能,通过这些措施,来提高教育的整体质量和水

平。此外,邓小平也十分注重环保教育,提出要通过

宣传教育,普及生态知识,来增强人们的生态意识,
提高人们的环保责任感。在他的倡议下,1981年在

秦皇岛成立了中国环境干部管理学院,并将环保教

育列为培养干部的重要课程。1990年,在国家教委

印发的《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中首次

出现“环境教育”一词,环保教育开始在高中相关课

程中渗透进行。通过将环境保护课程将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和干部培训体系,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关注环

境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全民的环保素质,进而推动

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向前发展。
总之,在邓小平看来,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于

利用和改造资源环境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尤其是人

口质量,是决定人类与资源环境之间关系协调的根

本所在,人口增长过快,可能会导致人类对资源的过

度开发和浪费,进而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如果控制

了人口数量,对资源的需求会相应减少;然而,更关

键的问题在于,要不断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提升人口

素质,使人们牢固树立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意识,
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和利用自然资源,更加注重可

持续发展,积极寻求创新和环保的资源利用方法,为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国内法制与国际公约相协调

用制度建设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邓小平

一贯坚持的一种战略思想,这一点同样体现在生态

文明建设方面。邓小平认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

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致性,必须实现由人治向法治

的转变,为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应建立健全相应法

律法规体系,对影响生态环境的行为主体进行规范、
约束和引导。

在推动法制建设,落实环境保护问题上,邓小平

的首要主张是围绕生态立法,落实生态法治。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逐步在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引入了市场因素,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使市场

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也使得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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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方式方法发生了变化,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以
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去做,那只能是事与愿违。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对法律制

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认识不足,而法制体系的不

完善,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邓小平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既要依靠经济、政治、
科技等手段,也要依靠法律等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就是“要靠法制,靠法制靠得住些”[1](P379)。发

展经济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进行,要实现对生态环境

的有效治理,也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作为保证。
早在1961年7月,邓小平考察黑龙江时就提出了依

法保护森林的构想。他举例说道:“陈老总(陈毅)从
日内瓦回来,说瑞士像一个花园,几百年来都有一个

法律,砍一棵树要种活三棵,否则犯法。我们也应当

立个法。”[9](P58)在其倡导下,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逐

渐走上了法制化轨道,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法律、法规

体系不断完善,为我国自然资源的合理有序开发与

环境保护提供了完备的法律框架和坚实的法律依

据。1973年2月,邓小平重新恢复在国务院的工

作,8月5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

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

规定》,这是中国制订的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为中

国的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相关法制建设提供了有益

的启示,开了个好头。随后,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国
家环保工作领导小组成立,这也是中国首次设立的

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

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新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生态环境保护做出明确规

定,为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事业

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正式吹响了改革

开放的哨音。在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目前我国

应该把重心放在加强法制建设上,其中就包括森林

法、海洋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等,要“做到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7](P164)。此

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走上了快车道,从1979年9
月颁布新中国第一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后,《水污染防治法》《大
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相

继颁布,初步形成了我国环境保护法制体系。一系

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环境保护

工作的高度关注,也预示着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无

法可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推动法制建设,落实环境保护问题上,邓小平

的另一个主张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入有关环境

保护公约。我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人口大国,承
受着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在一个全球化

时代,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离不开国际合作。改革开

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硬实力、软实力

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

系也越来越紧密。邓小平深知,环境资源是全人类

的共同财富,为世人所共有,一旦环境资源遭到破

坏,就会引发波及全球的生态危机,没有人可以幸

免,环境保护是各国不得不相互协调、共同面对的问

题。因此,邓小平主张,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环保事

业,整合国内外资源,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

赢。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本着对国际环境与资源

保护事务积极负责的态度,参加或者缔结了相关国

际公约和条约三十几件,其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签

订的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防止倾倒

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臭氧层

维也纳公约》等二十几件。另外,中国还积极支持了

有关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许多重要文件,并把这

些国际法文件的精神引入到中国的法律和政策之

中,使之相互协调。这些文件包括《联合国人类环境

宣言》《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内罗毕宣言》《里约

热内卢宣言》等。签署加入各种与环保有关的国际

公约,是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承担大国责任的充分

体现,也是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视野的充分体

现。而在履行环境保护国际责任的同时,我国还大

力维护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推进全球环境

领域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例如,中国与印度、巴
西、南非组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四国”,并利用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财政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

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总之,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中国在国际上积极倡导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

展,秉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原则”等合作

原则,有效地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
邓小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

国情相结合,领导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走出了一

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此期间形成

的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

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建设经验的总结,是指导我国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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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据。当前,我国正

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途中,系统梳理邓小平

生态文明思想,把握其协调性特征,不仅有利于我们

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深刻联系,也对解决当代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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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CoordinationCharacteristics
ofDengXiaoping’sEcologicalCivilization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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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ngXiaopingTheorycontainsrichecologicalcivilizationthoughts,andDengXiaoping’s
ecologicalcivilizationthoughthavesignificantcoordinationcharacteristics.Thisfeatureisreflectedinfour
aspects:coordinationbetweenproductiondevelopmentandenvironmentalgovernance,coordinationbetween
resourceconservationandutilization,coordinationbetweenpopulationsizeandresourcecapacity,and
coordinationbetweendomesticlegalsystemandinternationalconventions.SystematicallysortingoutDeng
Xiaoping’secologicalcivilizationthoughtandgraspingitscoordinatedcharacteristicsisnotonlybeneficial
forustograsptheprofoundconnectionbetweenXiJinping'secologicalcivilizationthoughtandDengXiaoping’s
ecologicalcivilizationthought,butalsohasimportanttheoreticalvalueandpracticalsignificanceforsolving
contemporaryecologicalenvironmentprotectionproblemsand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socialistecological
civiliza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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